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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黔学之于心学的伴生意义 

郦波
1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心学诞生于黔地，得益于贵州的山水、人文与社会思潮，而黔学也在王阳明心性、行为与思想的转

变影响下得以初步形成。黔学最初的使命即为弘扬传播心学，其构建与发展之核心全在心学，它在心学历史研究中

的缺位是黔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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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黔学与心学的诞生 

王阳明以成圣作为人生追求，曾于理学格物致知的指导下格竹七日未果，而在贵州龙场却一夕悟道、始创心学。阳明心学诞

生于黔，是贵州悟道之助与王阳明知行之变相互成就的历史选择。 

(一)贵州之助:黔学与心学的合辙互证 

贵州给予王阳明的悟道之助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贵州自然山水之助。《居夷集》中收录了王阳明三十余首山水诗，在抵

黔之前，他对贵州自然环境的想象是“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1]759初入贵州，黔地山水给王阳明带来的主要感觉是蛮荒闭

塞、隔绝压抑。“山城寥落闭黄昏，灯火人家隔水村”[1]767所描绘的黄昏水村、灯火人家的画卷本不丑恶，只因王阳明当时内心

的“闭”和“隔”而撕裂为穷途蛮荒之景。而居夷日久，黔地山水在王阳明诗中的形象却开始归其本真，“平生泉石好，所欲成

淹留。好鸟忽双下，鲦鱼亦群游”。[1]772不仅山水洞石是好的，爱屋及乌到随景即见的贵州之鸟也是好的。 

千里谪迁的哀苦悲愤与正统文人对蛮夷的偏执想象构成了王阳明对贵州山水的早期视野，而从其山水诗的话语转型又可以

窥见贵州山水带给王阳明的心态之变、心神之慰、心性之思。黔地山水的自然瑰丽使得王阳明客观承认其“境多奇绝”[1]768的特

点，居无所处时遇见的东洞在王阳明看来也变成了“虚设疑相待”，[1]769贵州山水由被动和阻拒的客体转变为存在与接纳的主体。 

黔地山水与王阳明主客场域的转变，让王阳明得以徜徉其间，“岁古檐松存独干，春还庭竹发新丛。……迁客从来甘寂寞，

青鞋时过月明中”。[1]781脚踏黔地山水，美景足以慰心神，以至王阳明离开贵州后，“别时不胜凄惘，梦寐中尚在西麓”。[1]1326

后期与故人描述贵州时，赞道“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1]785“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羡九华。”[1]779而新奇瑰

丽的贵州山水还时常带给王阳明心性的启发，“久坐尘虑息，澹然与道谋”。
[1]772

山水的空灵与心性的空明相互成全，提供悟道

的环境条件，“渐觉形骸逃物外，未防游乐在天涯”，[1]785已经是恣情山水体悟而来心外无物的放旷境界。 

二是贵州社会思想之助。学界普遍认为贵州在明朝之前的文化嬗变是一个漫长迟缓的阶段，先秦至元朝 1500 多年历史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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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是溯源、交流和奠基的过程。[2]虽经唐宋汉儒流官及贬官谪戍者带来中原文化，但当时贵州高原总体的儒学教化程度并不高，

王阳明描述当时贵州的社会思想之“陋”为“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1]981这是继地域“绝地”

之后一块思想文化意义上的“绝地”。 

这样近乎真空的思想绝地对王阳明而言具有双重指向，以王阳明自身为儒学坐标，向上是在贵州离群索居的无道无友，向下

是有待开化的黔学文化。而经历格竹失败后的王阳明，对于向上求索的无道可循已有了心理铺垫，加之居夷日久的相处了解，开

始以大儒视角探寻贵州社会思想的可塑之基，“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

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1]981从认为夷地无夏到无损其质，“质”即是王阳明在贵州人民身上寻找到的首要身份认同，也是

黔学成形之初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短于教化的贵州也向王阳明抛出橄榄枝。正德三年，时任贵阳提学副使的毛科邀请王阳明前往讲学，遭到拒绝后

的正德四年，新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再次邀请王阳明讲学，这已非出于乡谊或同好而产生的个人行为，而是黔学在思想文化层

面向上的自觉建构。此外，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之远离政治统治核心，也使社会思想控制在王阳明这一“罪臣”身份上相对松

懈，客观上形成了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和教学氛围。贵州社会思想的长期真空亟待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儒灌注，而王阳明在对贵州

寻找儒学身份认同之时，贵州文化的自觉建构也成为其弘道成圣的重要助益。 

三是贵州人文环境之助。遍观王阳明在贵州的生活，都离不开贵州民众的关怀和帮助。至贵州断粮后与当地农民学习农活耕

种，在东洞穴居后的像样的居所也是与当地人一起建造的，“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1]981相

处过后，王阳明对贵州民风之“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即便是最开始所鄙薄的崇巫事鬼之俗，也有了新的认识。《却巫》诗中

记载了王阳明久病未愈时夷民寻病巫医一事，王阳明对此表示“吾行久矣将焉祷，众议纷然反见迂。 

积习片言容未解，舆情三月或应孚”。[1]778这不仅体现了当地夷民对王阳明关怀日久的感情，更体现他自身对夷民事巫之俗

已抛开偏见，“反见迂”说明王阳明已经放下汉儒文化主体地位带来的阶层俯视，心态戏谑却不乏温情地接纳贵州风俗，标题虽

“却”实则“应孚”。除去衣食住行的帮助，贵州民众对王阳明的人格尊严也极尽维护，当王质借口王阳明傲视官府而派人至龙

场侮辱时，“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1]882 

夷民自发的群体接纳对处于绝地的王阳明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份接纳也不单是作为个体的物理接纳，还包含思想与精神

层面的接纳，早在王阳明讲学贵阳之前，龙场夷民就已经成为他的第一批弟子，新构的龙岗居所请求王阳明名之“龙岗书院”，

而后“门生颇群集，樽单亦时展”。[1]771可以说，正是贵州人民的接纳与帮助，才使得阳明心学得以播种生根。当然，夷民的关

怀帮助和王阳明自身的行为气度是分不开的，王阳明面对困境的达观得到民众的认可，“予尝圃于丛棘之后，民谓予之乐也”。
[1]981王阳明请学于农、亲耕田亩的心性也弥合了汉夷、士农之间的隔阂距离。夷民与王阳明之间的双向选择、彼此成就，正是黔

学与心学在形成之初的互认互融。 

贵州以其自身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创造了王阳明生存与悟道的有益条件，黔学形成之初的贵州人文也与王阳明达成了精神

共识，共建黔学并确立基础，而历史选择至关重要的另一端，还需要王阳明通在贵州通过知行之变迈向心学。 

(二)知行之变:心学与黔学的历史选择 

王阳明身居贵州，也产生了三方面的知行之变，一是身份转变引发的心态转变。王阳明夷居贵州，不仅是官员身份由朝官变

贬官，更是大儒身份由庙堂入蛮夷，更遑论身处贵州绝境带来的官宦士人身份的阶层下沉。在狱中诗与赴谪诗中，可以窥见王阳

明由于身份的变化导致的哀苦与悲愤，但在居夷作品中，王阳明的心态却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表现最为直接的是达观乐天精神，

谪黔途中王阳明曾作《弃妇叹》五首以弃妇自喻，抒发悲苦冤愤之情，而抵达龙场之后，即使面对无居无食的处境，他依然能发

出“洞居颇不恶”
[1]769

“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
[1]769

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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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苦中作乐的聊以自慰还是贵州自然带来的自适自洽，王阳明的这种乐天精神使其领悟到了内心力量的强大影响，做

到了“险夷原不滞胸中”，[1]757 便能够阐发出“穷途还赖此心存”[1]767 的心外无物之论。达观精神落在实际生活中则表现为安贫

乐道精神，王阳明作为名儒，箪食瓢饮之趣自了然于心，但夷居身份才真正使其有了切身体悟。王阳明荒居东洞之始，便多次提

到孔子，有意以“夷居信何陋”[1]769来自宽，其后在贵州夷民们的帮助下新构的龙岗居所，更是“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

药，列堂阶，办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

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1]981 

以莳花交习的心性之盛作为居之所求，已从简单的慰藉变为“何陋之有”的坦然。相较居庙堂之上的治平之论，这种对儒家

质朴精神的溯源与回归，成为王阳明在儒士阶层转变之后的身份归依，也是其跳脱理学桎梏的有益指引。当然，居夷身份的转变

也给王阳明带来了直接的思想启发，《观稼》一诗中王阳明观察发现田地高低不同、土质松湿有别、气候寒暑区分等对种植作物

各有影响，感慨道“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1]769此时王阳明已不再执着于格土壤、格农事，而

是将万物之理的机要归结为内心参悟。由理学之格入，到心学之悟出，正是王阳明居夷贵州时以达观乐天精神归溯于儒家质朴精

神，又将此精神付诸于心学实践的心态转变路径。 

二是绝地求生带来的行为变化。赴谪“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
[1]1354

的龙场，在衣食住行皆是困难的情况下，王

阳明只能绝地求生。在此期间王阳明创作了其文学生涯中仅有的田园诗，记叙了其求生行为与心态状况。《王阳明全集》中共记

载了 14首田园诗，有别于其他时代与诗人的田园诗以描写田园景色与生活风光为主，王阳明的田园诗主要内容为田园劳动，记

叙了其开荒、垦田、构轩、采薪等具体的劳作行为。 

这些不得不进行的求生劳作客观上反映了龙场条件的艰难困苦，但纵观十四首田园诗作，王阳明于陋居短食中不改其乐，创

造条件、努力自适，即使是无法改变的乡思也格外克制，多由怀乡之情进而表达为自勉之思。这种心态的调整还落实在王阳明的

行动中，作为官宦世家成长的士人阶层，王阳明谪居后不鄙农事、躬身田园，摒弃原生成长条件下形成的阶层观念及生活习惯，

将渴望居有所安、食能果腹的愿望转为开棘成篱、西山采蕨的实践，并得到“不愧食吾力”[1]777的自我认同，这也是贵州所带给

王阳明难能可贵的行为变化。“毋为轻鄙事，吾道固存斯。”[1]771 

王阳明还将亲务农杂的行为看作是心学理论的具体实践，以至于离开贵州与弟子书中已有“……粗瓷碗买十余，水银摆锡

箸买一二把。观上内房门，亦须为之寄去盐四斤半，用为酱料……”[1]1326等柴米油盐的日常嘱托，看似与“君子远庖厨”的圣人

理想相去甚远，但却真实体现了贵州阶段的行为变化给王阳明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片刻求生需要的，而是融情入理成为其人格的

一部分，且这种不耻于庖厨农务的态度正是王阳明心本之思的最好见证。反观其他“中土亡命”[1]1354之人，“容蹙然，盖不任其

忧者……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
[1]1048

因郁结于心而死于绝境。正是王阳明“未尝一日之戚戚也”
[1]1048

才使其在贵州坚毅

生存，这种以心自守、以心践行的行动也正是心学中“心外无物”“知行合一”核心思想的早期萌芽实践。 

三是儒学深入夷地的思想变化。谪居贵州对王阳明而言更为艰难的是思想层面的落差，从庙堂正统到蛮夷之地，读书成圣的

儒学理想似乎更难实现了。自得知谪官龙场后，王阳明所作的诗文里就充满了对贵州无道无友的忧惧，“良心忠贤信资，蛮貊非

我戚”，[1]749学思无友的恐慌要远远大于物质贫乏带来的忧虑。但作为大儒的王阳明却从未放弃成圣的理想，即便困居明代最为

恐怖的诏狱之中，仍能“瞑坐玩羲易”[1]747来推演《周易》以自励，“努力从前哲”[1]748以劝勉狱友。 

及至龙场，王阳明不得不投身于解决衣食住行等生存难题，并自觉将成圣理想蕴藉其中，使开轩务农一类的俗事变成儒学实

践。但这种躬行于己的儒学实践对成圣而言是内指性的，未与外物他人产生联结，本质上并未跳脱出“格竹”背后依靠向内索求

以期致道的逻辑路径。历史选择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贵州正自发地破除王阳明不断向内的儒学追求，以与其搭建外在联结改变儒

学探索的思想方向，这也是黔学在诞生之初就形成的外向开放与自发联结的特性，是黔学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龙场夷民“请名龙冈书院”
[1]771

时，王阳明曾言“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1]981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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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彼时的王阳明本质上认同儒学思想的教化，而自身的儒学思想却趋于内指。而正是在求学诸生日夜群集、两任贵阳提学副使邀

约的这种黔学向外联结的坚持下，王阳明才将贵州民众在日常相处中表露的“质”，与儒家生活之质、教育之质、思想之质产生

联结，逐渐由躬身向内的实践，转为龙冈书院的诸生有真趣，最终变成亲赴贵阳任教的传道授业。在此过程中，夷民形象也由根

本另我性的“他者”转而变为王阳明自我影像投射下的“他人”，这种自我影像的投射，不仅使得王阳明在儒学思想与教育层

面接纳了夷民，更让王阳明自身借助这种投射找到了自己存在意义的位置。 

王阳明将地域上的黔地绝境，通过与绝境和解，与绝境抗争，进而在心学的透视下化为哲学的命运与境界。在黔地的影响之

下，由心性之变指导行为之变，最终影响思想之变以悟心学，“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

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1]136黔学亦在此阶段相伴而生，并不断参与着心学的发展构建。 

二、心学与黔学的发展 

黔学在心学诞生的历史机缘中产生确立，其伴生意义不止于二者初生交汇之时。黔学在促进心学发展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并

在王阳明离开贵州后，依然以心学为核心进行自觉构建，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印证着心学核心价值的存在。 

(一)黔学确立之际:在成形中成就心学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心学即正式确立，但其理论体系与影响价值却不是一夕成形的。综观王阳明在贵州的活动轨迹，在生存问

题得到解决后，他将大部分精力投身于贵州教育。贵州文教的起步时间远晚于中原地区，在明代“诸土司皆立儒学”[3]的政策下

开始兴办学校，但因缺少大儒名士的机缘而乏于起色，但这一政策依然为心学与黔学的发展作出前期贡献，至为关键所在即是正

德三年与四年的贵阳提学副使与贵阳文明书院。 

早在贵阳之前，王阳明的教化事业就已经在龙场开始，居夷诗中有多首“诸生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讲习有真乐，谈笑

无流俗”，[1]773日谈夜坐、求学者众。彼时阳明之道就已深刻地影响着龙场夷民，《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所载的“立志、勤学、改

过、责善”四事不仅是王阳明自身悟道之途，也是其教育思想的凝结，这四事也成为黔学成形之初的重要内核。 

及至贵阳任教，心学理论成为黔学内核的又一重点，《年谱》载正德四年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正是这个理论使得席书信服

心学，“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1]1355而王阳明也因此得以将心学传播发展，“公余则往见论

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4]从龙场到贵阳，再成为整个贵州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而促成黔学的确立，这是心学成形后的重要成就之一，“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文成尝主讲文明书院矣，即今贵山书院是

也……揭良知之理，用是风厉学者，而黔俗丕变”。[4] 

王阳明在正德五年即已离开贵州，但其在黔阶段的教育却仍不断反哺促进着心学的发展。在龙场时王阳明即已有大批弟子，

除当地夷民外还有大量慕名而来的外籍士人，其中不乏蒋信与冀元亨这样被后世列为楚中王门典型代表者。而至贵阳讲学后从

之者更甚，这些在黔受教的王门弟子不仅对心学在贵州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还促进了心学在明代各地的传播。 

当时的黔籍弟子陈文学、汤冔“两先生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5]因心学开黔学、以黔学促心学，非黔籍弟子也有相当部分

回到贵州弘扬心学，如蒋信曾于嘉靖年间任贵州提学副使，亲自讲授心学并大力新建书院，培养了一大批王学后生。这样一种自

黔学成又反哺于黔的行为，是历史机缘更是黔学教育影响的深刻体现，也使得心学在黔学中的血脉得以巩固延续。 

此后，各代王门弟子都有在黔办学讲学之举，贵州也因此涌现出一大批如阳明、南山、正学、学孔、南皋、兴文等主讲心学

的书院，贵州的书院文化、讲学之风也自此而兴，故贵州得以成为王学圣地，并不单纯因为阳明心学诞生于此，更因为王门后学

发展于此、反哺于此。除了地域发源的价值之外，黔学仍主动参与着心学构建，李渭、孙应鳌等为代表的二、三代黔籍弟子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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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地王门学派保持交游联系，外省王门也不断被王学圣地的贵州吸引，赴黔瞻仰研习并参与到黔学与心学的构建中来。 

可以说，黔学自心学诞生之时便正式形成了其内核，而黔学自确立之始，其主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便是促进心学的传播与发

展，并以自身的实践参与心学的构建过程。从存在论的角度而言，黔学彼时已完成对心学的理论接受，与心学共同存在于历史时

空的交汇点，并且在心学的后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已是黔学于心学而言“在场”的充分显现。而黔学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意义，却因为在王门后学的研究中的长期缺位而得不到正名。 

(二)黔学正名之失:黔中王门之于心学 

心学的弘扬离不开王门后学的发展，现今对王门后学总结分类影响最甚者当属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他所列王门后学代表

人物共八十四人，划分为八派并载其心学渊源与事迹著说。其中止修、泰州二派“稍变其说”，[6]730止修学派所列李材一人，“变

为性觉之说”。[6]730泰州学派以泰州籍王艮为首共十八人，“谓百姓日用即道”。[6]739其余六派按人物照籍贯划分为:浙中王门十

七人、江右王门二十七人、南中王门十人、楚中王门二人、北方王门七人、粤闽王门二人。这是为各地心学传统及继承发展正名

立说，并提供了王门后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梁启超在《阳明先生传及杨明先生弟子录序》中认为《明儒学案》所载“千古绝勤，湮没者亦且不少。”[1]1811贵州作为王阳

明悟道之地、心学成形之所在，黔中王门却并不视作王门后学的典型派别。有学者从王阳明亲启源头、建立第一家阳明书院、前

后三先生与五大重镇、刊刻积累心学著作等四方面梳理黔中王门的源流演变及心学成就，考证其当属王门后学一派。[7]而就黄宗

羲《明儒学案》对王门后学分派的体系标准而言，除止修、泰州两派变说之外，主要聚焦于人物籍贯。 

由此可见，黄宗羲的王门流派划并不考虑人数多寡、师承代际与求学所在之地。粤闽王门和楚中王门均只有两人为代表，南

中王门与北方王门一代师承王阳明者占比仅约 30%，楚中王门二者均自贵州始师事王阳明。 

如按黄宗羲《名儒学案》标准，贵州籍王门后学仍不乏代表人物。自王阳明贵州讲学之始便门生众多，《镇远旅邸书札》中

所载中最为典型的贵州籍弟子有陈文学、汤冔、叶梧，三人共建阳明书院，始创黔中王门一派。而后更有李渭、孙应鳌、马廷锡

三人作为黔中王门之集大成者。清代谢圣纶在《滇黔志略》中称:“李同野、孙淮海、马内江三先生皆崛起黔南，毅然以斯道为

己任……躬行实践，体道入微，卓然为后学典型，非但振拔超群，为全黔一时山斗也。”[8] 

他们建立中和、山甫、学孔等书院讲学弘道，继承心学“心气合一，内外合一，乃至中至正，不偏不倚”[9]等主张，更是在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提出“以行为先”，发展了心学理论。黔中王门三代、四代及其后弟子也广布贵州，如邹元标之徒

陈尚象建南皋书院以扬心学。但由于明代后期心学的整体性衰落，加之黔中王门四代及后学者著述的亡佚，故不足黄宗羲再列入

其中。 

如在黄宗羲《名儒学案》派别划分标准之外考察，贵州之于王门后学也有重要地位与意义。王阳明在龙场悟道，贵州作为王

门心学的诞生地，即使不作为后学之流，仍足以于《姚江学案》中大加书写，但黄宗羲所著仍失贵州所予。王门后学各派中，不

乏于贵州初师于王阳明者，自黔学成而返乡传道者如蒋信，于常德筑桃冈精舍传播心学，被尊为“正学先生”，其后回到贵州任

职又修建书院讲学，培养了李渭等大批杰出弟子，而李渭也将心学思想传为家学，并在为仁书院讲学期间培养了萧重望等门生，

这正是王阳明“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
[1]252

传道理想的体现与践行。 

心学研究三十余载，学界尤其是贵州当地学者对黔中王门已有足够的关注，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但黔中王门因不入《明儒

学案》之典而长期得不到正名，较之浙中、江右、泰州三大派别而言尚未得到相应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贵州心学的研究发展，

而心学研究对黔学构建的支撑效用的缺失，也影响着黔学研究与发展的进程。故欲为黔学正名者必先正其心学，黔中王门之于心

学研究，再之于黔学构建，是一个价值传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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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黔学发展之要:核心价值不离心学 

自心学诞生于贵州，黔学便很快弥补了因地理、人文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与中原地区的差异。长久以来黔学因失名于心学而未

得勃兴，而今黔学的探索，也正建立在回溯心学、立足心学与发展心学之上。 

每种地域文化都有其发展根由，黔学的文化寻根可以追溯至东汉，“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

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10]此前与此后的很长时间，贵州都处于由聚居的少数民族形成的

天然文化中，尚未开展自觉的文化构建，也未形成以儒学为导向的价值体系。直到明代贵州的正式建省，才完成了由少数民族天

然构成的边地文化的行政资源整合，搭建起“黔学”之所以为“黔”的地缘基础，加之王阳明在贵州悟道的历史选择，又一位大

儒的到来完成了黔学形成确立的历史使命，完成了黔学作为贵州文化传统意识与民族文化心理的统一构建。这种历史回溯肯定

了心学作为黔学“元历史”的意义，也正是这份文化记忆成为贵州作为王学圣地的神圣性和庄严性的来源。 

黔学还在发展中通过实践来使作为文化记忆的心学不断重现并获得现实意义。最为直接的是黔学对阳明文化的理论研究，

多地市多层级成立王阳明研究院、研究学会，兴办阳明大讲坛，并将阳明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开展全方位建设。在此基

础上，黔学还对以王阳明在贵州所留下的物质精神遗产进行内化发展，如赓续王阳明书院文化，今贵州大学的前身即可追溯到阳

明书院，而近代中国教育也离不开贵州，李端棻在清末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还在贵州发起创办

了贵阳公里师范学堂、贵阳中学堂等，使王阳明留下的教育财富内化为重教兴文的黔学精神。此外，贵州还兴建孔学堂，区别于

以祭祀为主的孔庙，承担起传承与弘扬儒学、教化与开启新风的责任使命。 

更为重要的是黔学将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阳明精神阐发为文化自觉。贵州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基础设施建设

大踏步向前、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优势……这些都是在知行合一中攻坚克难、担当作为所取得的成就。黔学不仅包括王阳明本

人的直接影响，还体现在贵州王门后学的精神继承上，如贵州在经济建设中始终保持的对外交流、海纳百川的精神，即自黔中王

门不执门户之见的对外交游起，所以才能以西南腹地之身扛起大数据发展之旗建成“云上贵州”。贵州发展的现实生动地体现

着，黔学不只是对心学的简单历史记录和实践再现，还在动态地、生成性地形塑和再生产心学的现代意义。 

对于黔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无论是以贵州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生态建设、乡村振兴，

还是开放水平与治理能力的向前迈进，其提升道德自觉、人文精神与实践主义的核心价值依然不离心学。从黔学本身的视角来审

视真实的黔学、现在的黔学、发展的黔学，会发现心学已经成为黔学体系中的有机结构，在时间层面上把贵州的发展导向和历史

联结在一起，在社会层面上包含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是黔学不可剥离的重要部分。在历史选择的机缘下，王阳明谪居

贵州悟道成圣，贵州也以独有的人文地理风貌迎来了黔学发展的重要转折，黔学与心学成为相互依靠又相互成就的两个部分。黔

学之于心学的伴生意义，不仅表达为与心学互证、助心学诞生、促心学发展，更体现在自我溯源中依靠心学、自身构建中内化心

学、自觉发展中不离心学。明晰了此伴生意义，才能更准确、客观地认知心学之于黔学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为黔学今后的发

展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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